
高句丽、蒙元史与

跨体系社会的历史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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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4 年中韩两国围绕高句丽问题爆发了激烈争议，这其中包含了多重历史魅影间的对立和冲突，尤其

是“申遗”过程所传递的主权概念，与无法用这一概念衡量和规范的古代王朝历史之间的矛盾。这场争议反

映出了不同的民族想象在这一事件中的角色，也体现了重新理解历史图景的必要性。与此类似，蒙元史研究

也存在着复杂关联的多民族王朝及其历史叙述的问题，这些都说明了民族主义叙述的限度和困境。因此，超

越民族 － 国家叙事，从历史和政治传统的丰富性出发，审视历史叙述的各种缝隙，在跨体系社会与跨社会体系

的复杂关系中重构有关中国、区域和世界的知识，正是当代知识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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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后冷战时代国家间关系的变化，东北亚区域内的互动、交流和相互

渗透已经成为重要的现象。人们迫切地希望，这一地区能够在传统历史联系的基础上形成一

种新型的国家间和超国家的合作关系和政治 /经济构架，避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导致的社会

危机。由于朝鲜半岛所处的分裂和危机状态，这一有关亚洲的讨论实际上隐含了针对传统冷

战构架的截然不同的对于未来的想象。在这一想象中，亚洲的新型关系———尤其是东北亚概

念下中韩社会之间的相互亲近———与“去美国化”“去霸权”的动机是密切相关的。
然而，2004 年爆发的围绕高句丽问题的争议，短暂地改变了中韩两个社会之间的亲近感

和信任感。同年 8 月 25 日，中国与韩国就高句丽归属问题达成五项谅解协议。9 月 27 日，时

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通过正在访问韩国的时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贾庆林表达了“虚心

交换意见”的意愿，重申“构筑中韩全面合作关系”的方向，时任韩国总统卢武铉也作出了善意

的回应。在国家政治的层面，高句丽问题到此应视为获得了某种“解决”，但韩国社会关于高

句丽问题的讨论并未停止。高句丽争议不但能检验中国与韩国的知识分子正在形成和建立的

新型交往关系，而且也能提供一个历史性平台，让我们共同面对这一区域复杂而又丰富的遗

产。“争议”本身至少已经证明这一区域的内在历史联系，这不正是我们在讨论亚洲问题过程

中所需要诉诸的“纠缠关系”和“交互性”吗? 围绕高句丽问题的争议有着植根于各自社会内

部更为深远的动力。那么，这种动力究竟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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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遗”与中、韩两国的不同反应

与韩国对高句丽申请遗产过程的高度关注不同，中国知识分子和公众对于高句丽问题的

关注十分有限。在市场主义主导下，中国的考古发掘、文化寻根、历史遗产甚至学术探讨等等

无不被纳入市场社会的逻辑中。2001 年，随着政府投资到位，对高句丽遗址的大面积挖掘和

考古也就开始了: 先是古迹景点的旅游活动完全禁止，而后是大规模搬迁活动展开。由于集安

市政府大楼建在高句丽第二都城“国内城”遗址上，所以 43 个政府部门率先从遗址地区迁出，

随后 1200 户居民共 4145 人搬出了总面积达 10． 89 万平方米的一期环境整治区; 2003 年，吉林

省政府还从集安古墓群遗址区域内迁离了近两千座现代坟。
2004 年 7 月 1 日，第 28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 中国苏州) 将中国和朝鲜境内的高句丽

遗址同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从政府方面说，中朝共同申请世界遗产的结果已经解决了此

前的争议，没必要重提引起韩国社会激烈反应的高句丽历史归属问题; 就中国社会而言，在苏

州召开世界遗产大会，与中国政府为申请奥运会、世界博览会等活动一再兴师动众相似，主要

是为了旅游市场的开拓。事实也果真如此: 从当年 7 月 3 日起，因为申请“世界文化遗产”而

封闭的高句丽景点全部开放，门票价格迅速上升到 340 元，高句丽王城遗址所在的集安市在两

天之内接待游客两千人次，周日的宾馆入住率达到 80%。该市旅游局局长预测: 旅游将成为

集安市的第一大支柱产业。7 月 5 日，集安在长春召开“首届集安高句丽文化旅游节”新闻发

布会。7 月 20 日，集安市被中国旅游总局命名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有关当局宣布集安已经

确立以“长白山下小江南、中朝界河鸭绿江、世界遗产高句丽”为中心，合力打造生态风光游、
人文古迹游、边境风情游三位一体的旅游格局。“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志向来被地方政府和商

业集团视为开发旅游市场的注册商标，政府为保护遗产所做的种种努力最终成为大规模旅游

开发的先期投资。因此，中国媒体在报导高句丽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集安等地方政

府大力推进旅游业务的同时，也提及了专家们对于旅游与文物保护的疑虑。正是这一“常

态”，使得中国社会缺少对于高句丽申请世界遗产过程背后的政治性争议的敏感。
随着中韩之间有关高句丽问题的争议升温，中国互联网上开始流传韩国方面的有关报导。

6 月 28—30 日，在韩国高句丽研究会发起的主题为“高句丽的认同性”的国际学术会议上，韩

国学者表示应该在包括韩半岛北部、辽东半岛、辽宁省、河北省和山东半岛在内的渤海文化圈

内寻找朝鲜文化的发源地。7 月 2 日，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的韩国代表团向各国与会者分发

了《高句丽的古墓壁画》一书，强调高句丽古墓壁画是东北亚形成“独立文化圈”的历史证据。
一些韩国政府官员在公开场合表示“不能接受把高句丽史编入中国历史的中国的立场”。7 月

14 日，韩国外交部召见中国驻韩大使，就中国官方媒体将高句丽报导为中国地方政权的事件，

和从中国外交部网站中删除有关“高句丽”的内容表示抗议，并认为“此次事件有可能成为凌

驾于日本歪曲历史教科书事件之上的外交问题”，进而把负责处理该事件的部门从文化合作

科改为负责解决与中国悬案的东北亚二科。
尽管韩国的激烈反应已经通过媒体传递给中国社会，但信息不对称仍然是这场争议的主

要特征之一。韩国学者批评的主要对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持的“东

北边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 后文简称“东北工程”) ，和《光明日报》发表的《试论高句丽

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后者明确将高句丽界定为中国东北“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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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是“东北工程”还是《光明日报》的文章在中国都未引起舆论或知识界的广泛关注。
在这场争议中，处于显著位置的是韩国媒体和学者的声音，而率先提出申请高句丽世界历史文

化遗产地位的朝鲜却保持了沉默。中国学者有关高句丽历史的讨论包含了对朝鲜学者历史研

究的回应，从而争议发生在中国与韩国之间这一现象本身也可以视为信息不对称的例证。为

什么当高句丽问题成了中国与韩国之间的关键争议之时，朝鲜及其声音却被中国与韩国学者

共同忽略呢? 这个缺席明显与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结构之间有着某种同构性———即使在致力于

打破这一格局的有关亚洲问题的讨论中，朝鲜仍然是一个缺席者。中国社会及其知识界对高

句丽问题的迟钝反应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本文的第三部分将会继续进行探讨。在此之前，本

文先探讨民族主义叙事这一问题。

二、两类民族国家叙事及其超越

为什么申请世界遗产会引发国际间冲突? 为什么一场有关一千余年前的高句丽历史的争

议会转化为两国政治关系的危机? 这要从“世界遗产委员会”的组成和宗旨这一被忽略的问

题开始讨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是政府间组织，由 21 个成员国组成，负责《世

界遗产公约》的实施。这项公约对文化遗产的定义十分强调从历史、艺术、科学或人类学角度

看某项遗产是否具有“普遍价值”。然而，公约不能避免主权问题，如公约第六条包括如下条

目:“1、本公约缔约国，在充分尊重第 1 条和第 2 条中提及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所在国的主权，

并不使国家立法规定的财产权受到损害的同时，承认这类遗产是世界遗产的一部分，因此，整

个国际社会有责任合作予以保护。2、缔约国根据本公约的规定，应有关国家的要求帮助该国

确定、保护、保存和展出第 11 条第 2 和 4 段中提及的文化和自然遗产。3、本公约缔约国不得

故意采取任何可能直接和间接损害本公约其他缔约国领土内的第 1 条和第 2 条中提及的文化

和自然遗产的措施。”公约根据属地原则确定保护遗产的责任，并未说明遗产的历史归属问

题。但在现存的国家主权结构之下，这些条款自然地将主权问题带入遗产保护的权利之中

( 例如该公约规定缔约国可自行确定和划分本国领土内的文化和自然财产) 。当某项遗产被

认为属于不同的国家或社会之时，这一主权与遗产保护责任之间的联系就可能引发主权性争

议———虽然这与此公约设立的初衷毫无关系。
高句丽问题正是由此而起: 当朝鲜于 2000 年率先提出申请高句丽世界遗产之后，中国随

即跟进，于 2001 年开始了对中国境内的高句丽遗址的大规模整治。因此，高句丽遗产地位的

申报有着不同于其他遗产申报过程之处: 在市场主义主导之下，争夺遗产所有权的多为地方政

府，而高句丽遗产地位的申报却是一个由外而内、由上至下的过程。2004 年，中国与朝鲜境内

的高句丽遗址同时被列为世界遗产是一种“国际协调”过程的结果，“共同申请”的行动本身表

明两国尊重《世界遗产公约》的属地原则。在这个层面，并不存在现实的领土争端或借申请遗

产进行扩张的政治动机。若非如此，中国与韩国政府就不会迅速地就高句丽争议问题达成谅

解协议。高句丽争议的核心是历史叙事问题，而不是政治主权问题，澄清这一点对于客观地理

解有关争议是有必要的。两国政府的谅解协议的基本姿态是重申中国与韩国的友好关系，回

归学术层面解决争端，进而避免将历史叙事问题直接上升为现实政治问题。这种态度本身是

明智的。
然而，究竟应该回到怎样的学术层面才能真正避免这种政治性的冲突呢? 历史叙事之所

以能够触动敏感的政治神经，是因为尽管现代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是在国家宪法及其权利条款

和国际性的政治承认这一双重关系中建立起来的，但为了维持共同体及其成员的内在联系，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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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国家也会利用民族主义历史叙事来确立自己的历史合法性。因此，如果不能超越民族主义

叙事解释历史，那么，回到学术的过程同时也是进入政治领域( 笔者指的不仅是文本的政治也

是现实的政治) 的过程。
有关民族主义的研究已经十分繁多，就高句丽问题引发的争议而言，盖尔纳( Ernest Gell-

ner) 所说的民族主义作为一条政治原则的定义也许最有启发性，这个政治原则即“认为政治的

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绪或者一种运动，可以用这个原则作最

恰当的界定。民族主义情绪是这一原则被违反时引起的愤怒感，或者是实现这一原则带来的

满足感。民族主义运动，是这种情绪推动的一场运动。”①“政治的单位”在这里是明确的，即在

有限疆界内行使主权的国家，而“民族的单位”却不那么容易界定，后者与其说依赖于语言和

种族等所谓客观或科学的认定，毋宁说依赖于历史叙事。高句丽王朝始于公元前 37 年，止于

公元 668 年，中经 28 代王，历时 705 年，前后三次迁都: 先是今辽宁省桓仁县，而后( 公元 3 年)

是“国内城”即今吉林省集安市，427 年再迁平壤。作为朝鲜半岛历史上三国鼎立时代的重要

角色，高句丽被朝鲜民族视为本民族的主要历史起源之一。然而，由于高句丽王朝的活动范围

与作为现代国家的中国、朝鲜和韩国均有关系，任何在民族单位与政治单位合一的意义上叙述

高句丽历史的努力都会遭致另一社会的强烈反应。
高句丽历史叙事的危机恰好由此产生: 在现存的主权关系模式中，重构“政治单位”毫无

可能，从而寻找或建构一种与“政治的单位”相互吻合的“民族的单位”是在民族主义框架内解

决上述矛盾的唯一方式。在韩国学者与中国学者的争论中，民族起源、疆域沿革、国际承认和

政治归属构成了高句丽历史叙事的核心问题。例如，韩国学者强调高丽与高句丽在民族起源

上的连续性，而中国学者却从族源上将王氏高丽与高句丽区分开来，特别说明高句丽灭亡后其

人口流向中有相当部分与中原民族相互融合; 韩国学者强调朝鲜半岛历史上三国时代与现代

韩国之间的关系，而中国学者则突出高句丽在辽宁和吉林地区的活动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历史

联系; 韩国学者侧重从宋代以降的各种典籍中确认高句丽、高丽独立于中原王朝的证据，而中

国学者则侧重通过汉唐时代的典籍论证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藩属关系;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所有这些诉诸历史典籍、考古发现的历史考证无非是要论证如下问题: 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历

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还是朝鲜民族的排他性祖先或族源?

暂不考虑其他政治因素，先将问题限制在中国与韩国的民族主义叙述及其相互矛盾的表

述问题上。尽管学术界也存在有关朝鲜半岛文化多元性的讨论，但在韩国和朝鲜的支配性共

识是单一民族国家或族群相对单一的民族国家，其民族主义叙事与族群及其起源的叙事密切

相关。也因此，任何触及族群起源问题的叙事都可能被视为严重的侵犯。当《光明日报》的文

章和“东北工程”的有关研究将高句丽界定为中国边疆的少数民族政权的时候，韩国社会被激

怒了。朝鲜半岛曾经遭受长期的殖民统治和外来侵略，至今仍然处于分裂的严重困境之中，任

何对于危及朝鲜民族统一性的做法都会被视为一种“历史帝国主义”。
然而，在这场争端中，韩国媒体很少涉及中国民族叙事的独特性。中国不仅是一个多民族

( 族群) 国家，而且也是一个自我指认的多民族国家，从而以共同祖先神话为框架的族群叙事

并不足以提供充分的认同基础。在中国的历史叙事中，炎黄子孙的共同祖先神话，尧、舜、禹、
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统谱系，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等王朝谱系，共同提供了现代民

族叙事和中国认同的历史前提。上述王朝包含了不同的族群关系，而建立在这个历史前提之

上的现代国家，也必须创造出一种超越单一民族叙事的民族叙事才能形成一种新型的中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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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殖民主义时代，中国社会感受至深的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后者经常利用中

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多民族社会的特点推行其殖民统治，日本在东北制造的伪“满洲国”和其

他地区的所谓区域自治就是一个例证。因此，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中，这一新型民族叙事也

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内在要素。
值得注意的是: 民族国家体制的建立也改变了传统边疆的含义。在传统的关系网络中，不

同社会之间并不必然需要以严格的边界界定各自的内部与外部，所谓“边疆”的含义不是单向

的，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亦即“互为边疆”。从两个社会共同体之间的某些模糊交往区域的

角度看，这样的边疆往往是不同社会之间交往的中心地区。在这个“互为边疆”的模式中，边

疆区域的自主性与它的交互性是一体之两面。然而，随着民族国家体制的确立，以严格的边界

划分有限的主权范围成为新型政治关系的基本特点。换句话说，边界的明确化使得“互为边

疆”的中心区域转化为由国家行政权力加以界定的、与外部社会接壤的边缘社会; 相对于传统

的边疆，沿边界地区的交互性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它们逐渐地转化为完全从属于各自中心社会

的边缘社会。民族国家通常会以民族平等为原则建立不同社群之间的关系，但民族国家体制

自身的中心—边缘关系使得这一努力往往事倍功半。在民族单位与国家单位合一的政治原则

之下，跨国性的族群关系与国家单位之间的矛盾被重新构造出来，传统的边疆所具有的“交互

性”和“自主性”往往成为国家间矛盾的根源。因此，当某一国家从族群认同的角度对另一国

家边界内的遗产提出诉求———即使这一诉求并不涉及领土和主权等政治问题———的时候，后

一国家也会十分敏感，因为这一诉求直接地触及了现代民族主义有关“政治的单位”与“民族

的单位”必须合一的政治原则。
上述简要分析说明的是一个基本的困境，即无论有怎样的“学术”准备，无论怎样引述历

史典籍、考古资料和其他文献，只要有关高句丽问题的分析和研究限制在民族主义叙事的基本

框架下，就必然会产生政治性争议。从学术的层面看，恰恰是这个民族主义的叙述框架本身最

值得质疑———除了民族主义的动力之外，我们没有任何所谓“学术”理由将民族国家的现存框

架强加给无比丰富的历史。高句丽的历史是多么生动、丰富的历史，为什么要将如此久远的历

史强制性地纳入民族主义的框架内? 超越民族主义叙事并不导致民族虚无主义，恰恰相反，只

有超越这一叙事才能重新理解本文所说的“交互的”历史。“交互性”是理解主体性的关键，即

我们的主体性是由它者的“印迹”构成的。高句丽问题凸现了亚洲历史内在的交互性。探讨

亚洲问题也好，东北亚问题也好，发掘构成这种丰富交互性关系的历史条件( 例如朝贡关系中

的交互性，“互为边疆”的概念，以及传统政治关系中的多重认同的可能性等等) ，不但构成了

对于民族主义叙事的批判和扬弃，也为我们在新的全球化条件下形成新型的政治 － 经济 － 文

化构架提供了灵感。这里特别提出的这种政治 － 经济 － 文化构架应该是“新型的”，因为发掘

历史不是回归历史，它必然包含对历史遗产中内含的暴力、等级制等等要素的扬弃; 在这个意

义上，现代历史遗产也同样是我们构想未来的重要资源。因此，超越民族主义叙事，重构作为

过去的未来，也许恰恰是我们讨论亚洲问题的出发点之一。

三、重新思考世界 /中国历史的叙述范式: 以蒙元史为例

在民族 － 国家叙述的框架下，高句丽历史叙述上的困难不是偶然的。过去几十年来围绕

蒙元史和清史的叙述也错综纠葛，难以找到一个完全统一的叙述。但历史叙述上的困难和挑

战也正是研究的魅力所在。今天的全球化伴随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来，从而不可避免地构

成一个以现代欧洲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世界体系。这一世界体系贬低其他地区和早前历史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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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区域性、全球性网络及其规则，但如果在此之前的世界历史并不仅仅是散落在各处的区

域史、王朝史，而是已经有某种网络性的区域性和全球特征的话，那么，不仅蒙元史和清史存在

着历史认识上的重大范式突破，而且包括高句丽在内的王朝史也同样可以被重新探究。
以蒙古史的讨论为例。早在清中期，士大夫对于元史的理解就包含了对于外部世界的兴

趣。乾嘉时期的大规模搜罗书籍，为清代学者如钱大昕等人提供了接触蒙古史籍的机会。十

九世纪前期，魏源在高邮知县任上撰《元史新编》，计九十五卷。通过蒙元史，他们不仅是要认

识蒙古，而且要重新理解中国和世界。因此，除了考证学的潮流外，清代的元史研究也与中国

人重建自我理解和重新认识世界历史的动机密切相关。我们如何理解蒙元史叙述中的困

难呢?

十三世纪初期蒙古势力的崛起是世界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从 1206 年铁木真统一蒙古诸

部，即大蒙古汗位起，经过三次西征( 成吉思汗时期，1219—1227; 窝阔台汗时期，1236—1241;

蒙哥汗时期，1252—1260) ，建立了一个纵横欧亚、拥有历史上最广阔的连续性领土的帝国。这

一帝国的历史叙述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多重历史关系: 不仅可以在世界历史、内亚历史、中国历

史中叙述，也势必包含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的多重的、相互交叉乃至矛盾的叙述。1260 年忽必

烈在汉地即汗位，建元“中统”，1271 年改国号为“元”，1279 年灭南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一

个由蒙古族建立的、“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①的统一帝国。由于元朝庞大

又富于变化的统治体系和人口构成，其历史的编撰和解释也尤为复杂。除了一般认为是窝阔

台去世前一年( 1240) 编成的《元朝秘史》( 用畏兀儿字的蒙古文写成，也称为《蒙古秘史》) ，和

元世祖中统二年( 1261) 设翰林国史院后开始纂辑的“实录”外，在 1368 年元朝灭亡后不久，明

太祖朱元璋即诏修元史，经过洪武二年和洪武三年的两次编写，最终形成了二百一十卷《元

史》，成为后代研究元史的基础史料。由于编写仓促、语言复杂、战乱和变化较多等原因，历来

学者对这部《元史》的讹误有大量的修订和考证; 清中叶以后，学者们对于元史的热情又混杂

了探寻新的世界形势的兴趣。
元史研究始终不可能绕过元朝的一些独特性。首先，在中国王朝历史谱系中，元朝是一个

相对“短命”的王朝，当然，所谓“短命”是相对于其他几个大王朝而言。在交通尚不发达、人口

及文化构成极为复杂、地域规模如此庞大的情况下，元朝如何维持了将近九十年的统治? 其

次，元朝是一个由蒙古人通过战争征服而建立的王朝，魏特夫( 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
1988) 和冯家升( 1904—1970 ) 在有关辽史的研究中，曾将元朝与契丹一道纳入“征服王朝”
( dynasty of conquest) 范畴，以区别于北魏等“渗透王朝”( dynasty of infiltration) 。② 根据他们的

观点，北魏等王朝中的族群关系逐渐涵化( Acculturation) 而趋于同一，而征服王朝却留有清晰

的多元体制特征，即征服者始终保持着对于汉地文化的某种拒斥，因而大一统帝国内部的涵化

或融合最终并未趋于同一。例如，在生产方式上，元朝保留了以农耕与游牧为主要分别的二元

社会体制; 在社会身份制度上，元朝实行四等人制，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 在宗教和文

化认同方面，元朝诸教并举，道教、佛教、民间儒学此起彼伏，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也有所

发展，并在元朝政策和政治上留有印迹。
元朝的社会政治体系与其复杂的社会文化构成关系密切，又对其后中国王朝的领土范围、

人口构成、语言文化、宗教关系和政治制度产生深远而曲折的影响。在笔者看来，元朝的确立

和覆灭是一个“跨体系社会”的形成及其裂变过程，离开其开创性的却又未能完成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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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这一王朝的历史遗产就不能获得充分的认识。在征服中原之前，蒙古国在漠北已经确立

了分封制、怯薛制、千户百户制等游牧社会的国家体制; 在征服中原之后，漠北地区因气候条件

和生活惯习并未随即同化于汉地的农耕生产方式，以至在退出中原后的北元时代，蒙古势力又

重新回到以游牧为主的社会体制。元明之际的这一转化可以视为一个“跨体系社会”裂变的

后果。
元朝政治制度的“跨体系特征”十分明显。以元朝行省制的确立为例，一般认为，行省制

源于魏晋时代中央政府处理军政大事的临时派出机构行台，综合了金朝因战争而在边境地区

设置的行台尚书省。元世祖始设中书省，中统、至元时期在各地设中书省的派出机构行中书

省; 除山东、山西、河北、内蒙古等直属中央的“腹里”地区，以及宣政院所辖的吐蕃地区外，全

国共设十个行省，下辖路、府、州、县。但是，元朝行省制有着不同于前朝的鲜明特点，这正是元

朝作为一个幅员广大、构成复杂的“跨体系社会”的必然产物。例如，秦汉以降，行政区划与山

川地形相互重叠度较高，易于形成地方割据; 而元朝行省区划按“犬牙交错”的原则，打破自然

区域的形态，重新确立省级行政区，从而达到阻碍地方认同的形成、防止地方势力凭借山川形

势抗衡中央的目的。元朝行省掌管地方行政，但同时受控于中央，“有诸侯之镇，而无诸侯之

权”。① 从行省内部以权力制衡为目的的群官圆署制和种族交参制，到吏部、枢密院对于行省

下辖的宣慰司、路府州县、汉军万户府的任命，调迁，考课，从上供中央与地方留用七三分成的

财赋比例，到行省在军权上直属枢密院节制等规定，都说明元朝行省制正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

体制的直接承载者。李治安曾将元朝行省制概括为“表面上的汉官制，实际上是蒙汉二元

制”，认为其延续了大蒙古国燕京、别失八里、阿母河三处“断事官制”。② 如果离开了元朝在族

群、地方、宗教等方面的复杂的社会构成，我们也难以理解元朝政治制度的实际功能和运行方

式。因此，无论是以“区分”为特征的四等人制，还是以“统合”为特征的行省制，事实上都是大

一统帝国的产物。在实际的运行中，它们既促进了跨体系社会的形成和融合，又导致了这一体

系内部的分隔和紧张。
在元朝辽阔而复杂的帝国内，中心与边缘、地域与地域、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社群与

社群之间能否形成一个有效沟通和运行的“跨体系社会”，传播与交通的网络及其质量是关

键。元朝形成了以皇权为中心的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和宣政院等四大官制系统及其下辖的

交通和传播体系。除了有官报性质的媒体传播路径之外，元朝还存在着官方信息向民间扩展

的渠道，如口头告知、文字告示( 布告、粉壁、榜文、石碑、印刷品) 等不同的传播形式，以及各种

复杂的人际传播网络。在宗教和信仰体系十分复杂和活跃的“跨体系社会”中，跨体系的交流

还可能包含以人灵交往的形式而存在的传播和交往关系。③

元朝是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多民族帝国，蒙古统治者面临着如何将自身纳入中国王朝

谱系之中的问题，亦即如何建立自己的正统并实施对汉人及其他民族的统治的问题。这一问

题早在征服南宋之前即已纳入规划之中。《元史·刘整传》云: “( 至元) 四年十一月，( 整) 入

朝，进言……曰:‘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

弃正统耶!’世祖曰:‘朕意决矣。’”④伐宋不仅出于军事和经济的考虑，而且还与建立帝国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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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密切相关。饶宗颐评论:“故元之有宋，即为争取正统，此正统即大一统之意也。”①所谓“元

之有宋”即元朝通过征服宋朝而上承宋朝，这一继承正统的方法正来源于汉代公羊学之“三

统”说。
为什么继承宋统才能确定元之大一统呢? 这需要在宋以来正统观的视野中进行解释: 按

照内外夷夏的划分，宋朝代表了这一时代的正统，而辽、金不能纳入正统谱系内。这一划分与

公羊学之内外例的含义完全吻合。杨维桢《正统辨》云:“世祖以历数之正统归之于宋，而以今

日接宋统之正自属也。”针对“接辽以为统”的议论，他进一步论证说:“中华之统，正而大者，皆

不在辽、金，而在于天付生灵之主也昭昭矣。然则论我元之大一统者，当在平宋，而不在平辽与

金之日……不以天数之正，华统之大，属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晋承汉也，

而妄分闰代之承，欲以荒夷非统之统属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为何时，待今圣人为

何君也哉?”②他明确地排除了庚续辽、金以立正统的可能性。
但是，元朝建立在蒙古帝国的基础之上，它的族群关系、等级体制和帝国规模既不能简单

纳入宋朝的统序，也不能简单地比照金之统序。宋儒那种严分夷夏的礼序观念不可能为元朝

的正统性提供论据。1272 年，忽必烈为征服南宋，宣布定国号为“大元”。这一国号源自一个

女真人的建议。忽必烈还于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废除了金代《泰和律》。( 按，唐代以后的律典

均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唐律的影响，宋、金、明律均承自唐律，而清律承自明律。) 《泰和律》颁布

于 1201 年，按《金史·刑法志》，该律承自唐律，为金( 1115—1234) 所使用。蒙古于 1234 年征

服女真，但《泰和律》直到 1272 年才被忽必烈废止，此后再没有恢复。从法律角度看，元朝没

有恢复宋之《刑统》，也取消了金之《泰和律》，未再颁布正式律典，③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

正式颁布新法的大一统朝代。为了限制贵族、宗法、宗教和其他民族的法律自治，各朝往往在

统治初年颁布法典，是为了以典章化和统一化的方式调节各领域和各地区的法律活动。因此，

颁布新律和不断促进法律的典章化和统一性是为了让法律实践与官僚制帝国的政治体制尽可

能地吻合起来，并置于皇权的控制之下。正由于此，缺乏统一的典章一方面反映了各种法律自

治的现实，另一方面则标志着王朝的官僚化程度和皇权绝对性程度的低下。
与其他具有更为鲜明的法律倾向的帝国不同，中华帝国的法律也被视为礼的具体化。但

这一独特性不应被无限夸大，因为几乎所有早期帝国( 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萨桑波斯帝国

等) 的统治者都“试图将他们自己和他们建立的政治体制装扮成特定的文化象征和文化使命

的载体。……这些社会的统治者总是力图使自己被人看作为这些文化取向与文化传统的鼓动

者和拥护者，并且将他们的政体表述成该取向与传统的承担者”。④ 如果说律构成中国帝国合

法性的一个基本要素的话，那么，这是因为对于王朝合法性的论证建立在一种特殊的礼序观

上。从瞿同祖“中国法律的儒家化”的角度看，⑤律与礼的这一关系是帝国时代中国法律和王

朝合法性的基本特征，而各种敕令、政策和条例则是因时而变的对于永久法律框架的补充。王

朝统治者可以颁布律典，但不能专断地制定律典; 律典的历史性构成了一种权威，并对皇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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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中国史学观念探讨之一》，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版( 原版为香港龙门书店 1977 年

版) ，第 57 页。饶氏的著作对中国史学的正统观念进行了系统分析、整理和节录，是一部极为重要的史学著作。
见陶宗仪:《辍耕录》卷三，“丛书集成”，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第 55 页( 杨维桢的《东维子集》卷首即《正统辨》，系据

《辍耕录》本录入，故引《辍耕录》。) 又见贝琼:《清江贝先生文集》卷 2《铁崖先生传》，四部丛刊本，第 19 页 。
宫崎市定说:“有元一代，确实没有颁布过新律。元代所编撰的法典，是在宋代敕令格式的基础上补充断例而成的《大元

通制》，它堪称是综合性的六法全书。”宫崎市定: 《宋元时代的法制和审判机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
( 八) ，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271 页。
艾森斯塔德:《帝国的政治体制》，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45 － 146 页。
瞿同祖:《中国法律之儒家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61 － 381 页。



王朝的合法性提供制约。朝廷可以根据历史的变化来修改法律，但必须合法、合理地修改法

律，否则，这些修改会反过来危及朝廷及其政策的合法性。律典是儒学价值和体制的法律基

础，一旦律典处于虚空或暧昧的状态，儒学价值和体制本身也就处于飘摇的境地。
正由于此，从儒者的视野来看，未能颁布律典本身就构成了王朝合法性的危机。王恽《请

论定德运状》明确地将“五运说”“大一统说”用于说明元朝“正统”之暧昧和确定德运之必要:

盖闻自古有天下之君，莫不应天革命，推论五运以明肇造之始。如尧以火，舜以土，夏

以金，殷周以水木王，汉唐以火土王是也。据亡金泰和初，德运已定，腊名服色，因之一新。
今国家奄有区夏六十余载，而德运之事未尝议及，其于大一统之道似为阙然。何则? 盖关

系国体，诚为重大事。况际今文治煟兴，肆朝章，制仪卫。若德运不先定所王，而车服旗帜

之色将何尚矣?①

在朝代更迭的模式中，颁布新法与建立王朝正统之间具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如果无法在法

律的形式上将不同时空的法律判断统一起来，一个王朝的法统就难以确立。王恽对于元朝正

统的暧昧状态的思考势必转化为关于确立新法或新王问题的讨论。
这种将“五运说”与“大一统思想”结合起来的论述方式上绍董仲舒《春秋繁露》。杨奂

《正统八例总序》驳斥以世系论正统之说，将正统的根据转化为新王之治本身，并引用《公羊》
之“内外例”作为正统的根据。这显然是因为蒙元以外族入主中原，必须重建内外关系才能确

立自己的合法性:

《公羊》曰:“录内而略外。”舍刘宋取元魏，何也? 痛诸夏之无主也。大明之日，荒淫

残忍抑甚矣。中国而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也。且肃宗扫清钜盗，回轸

京阙，不曰复而曰与，何也? 暴其自立也。……王道之不明，赏罚之不修久矣。然则发天

理之诚，律人情之伪，舍是孰先焉? 曰通载者，二帝三王，致治之成法; 桀纣幽厉，致乱之已

事也。曰通议者，秦汉六朝隋唐五季所以兴亡之实迹也。②

这是以礼仪为中心，将内外夷夏关系相对化，从一种历史变化的观点论述正统。也是基于

这一理解，杨奂依循公羊学的解释，承孔子作《春秋》之微言大义，将历史叙述转化为一种治世

之法律。谢( 修) 端、陶宗仪、贝琼、马端临、张绅、陈柽、吴澄、吴莱等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论述

了修史与建立正统之关系。
谢( 修) 端《辨辽宋金正统》反对以地域或族群作为正统的根据。在他看来，不光是元朝，

其他竞争性王朝要想把自己的“正统”说圆都很难: “或者又曰: 辽之有国，偏居燕云，法度不

一，似难以元魏、北齐为比。”这与《刘整传》里面的说法一样，都是要以宋为正统，认定其他王

朝均为偏统，但他又接着批评:“以此言之，肤浅尤甚。若以居中土者为正，则刘石慕容符姚赫

连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旧都也。若以有道者为正，符秦之量，雄材英略，信任不疑; 朱梁行

事，篡夺内乱，不得其死，二者方之，统孰得焉? 夫授受相承之理，难以此责，况乎泰和初朝廷先

有此论。……中州士大夫间，不知辽金之兴，本末各异。向使《辽史》早成，天下自有定论，何

待余言?”③他试图以修撰辽史的办法来确立谱系和正统。
按照同一逻辑，元朝士大夫努力汇集以前的法律，呼吁重建法律系统，但元朝修订律令的

事务从未真正完成。元朝覆灭后，明太祖认为元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颁布律令，因此迅

速恢复了法律体制。从这一角度说，不但元朝士大夫恢复法律系统的努力与公羊学的“三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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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恽:《请论定德运状》，《秋涧集》卷八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5a 页。
杨奂:《正统八例总序》，《还山遗稿》上，引自苏天爵编《元文类》卷三二，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第 418 － 419 页。
谢( 修) 端:《辩辽宋金正统》，苏天爵编《元文类》卷四五，万有文库本，第 653 页。此处引文又参见《秋涧集》卷一百，玉

堂嘉话卷之八，第 6a － 7a 页，文字略有出入。



说”相互吻合，而且明朝对于元朝灭亡的解释也可以纳入“三统说”的范畴之中。元朝为什么

没有颁布律典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为了展开后面的论述，有必要扼要地提及两种主要的相关

观点。一种观点突出元朝作为帝国的特点，即这是一个蒙古人直接统治、族群和文化多元的王

朝，与带有“准民族 － 国家”特点的汉人王朝宋朝有着极大的区别。如果说宋之《刑统》、金之
《泰和律》都可以归纳为某种带有准民族 － 国家特点的历史官僚制帝国的法律，那么，这些法

律体系无法适应蒙元帝国的多元族群关系和蒙古人在蒙元帝国内部的特权地位。① 另一种看

法则强调唐宋时代的社会结构转变对于元朝社会的影响，认为元朝法律采用断例的方式恰恰

导源于宋朝以来的社会转变。宫崎市定说:“元代未曾颁布律令，这绝非因为元是异民族统治

的王朝。相反，它正是中国自身在经历了唐至宋的社会大变迁后，已无暇顾及像中世一样立法

的结果。”元朝法制中的断例具有从中世向近世过渡的“蒙古式的即在当时是西方式的特

点”。② 宋朝作为“准民族 － 国家”的论点是宫崎市定的主要贡献之一，他的这一论点并未局限

于对宋朝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界定，还涉及对于整个中国历史或东亚历史中的“近代性”的

确认; 强调蒙古断例的“西方式的特点”是与这一有关“近代性”的基本论点直接相关的。宫崎

市定拒绝承认元朝的族群统治构成了基本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改变，目的是为了论证宋元

之间的断裂是次要的，而连续关系则是主要的。这与他所论述的“中国之近世”始于十世纪即

宋朝的建立的历史观相互吻合。
元朝“遵用汉法”而组织自己的政治结构是清楚的，但在宋朝郡县制国家与元朝帝国体制

的连续关系之中也存在重要差别和断裂的部分: 第一，元朝建立在不断扩张的蒙古帝国的基础

之上，其草原帝国特性使得它的领属观念不像宋朝那样明确清晰。例如，从所有权关系来看，

草原的财产占有关系与农耕社会是不同的: 草原始终是一种集体所有的财产，只有牲畜才会纳

入私人财产的关系之中。这也就意味着: 以土地占有关系为基础的中原法律体系与草原占有

关系之间存在着不相适应的部分。尽管宫崎市定所说的唐宋转变对元朝法律体制有着重要的

影响，但《宋刑统》所内含的法律关系无法简单地移植到草原帝国的权力系统之中恐怕也是一

个不能忽视的因素。( 清代《大清律例》与《蒙古律例》并存的状况也涉及同样的问题) 第二，

元朝还面临如何将汗统与中国皇权相结合的问题: 一方面，元朝的中央政府组织以今河北、山
东、山西为“腹地”，并在周边各地设置行省( 行中书省) ，从而与唐宋以来逐渐形成的官僚制国

家体制有着明显的承续关系，在这个官僚制国家的政治结构中，统一、非私人性的法律系统是

必不可少的; 另一方面，元朝疆域之辽阔甚至汉唐也无法比拟，但这一地域的广阔性也造成了

一个后果: 即使在鼎盛时期，元朝也未能形成真正实质上统一的政体。为了控制和林、云南、回
回、畏吾、河西、辽东等地，元世祖封诸子为镇戍各地的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宋朝以前

的分封制度。元朝建立时，跨越欧亚的蒙古帝国内部分为钦察、察合台、窝阔台、伊儿等相对独

立的汗国，虽然元朝皇帝在名义上是统领各汗国的大汗，但从严格意义上整个帝国并不能被视

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从元朝内部的政治结构来看，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的四等区分，及

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体制中的进一步体制化，都使得这一社会结构区别于宋朝的社会构造。
问题在于: 这一特殊的帝国内外关系和政治 － 法律情境对于士大夫的政治观究竟有什么

影响? 这一政治 － 法律情境与元朝公羊学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兰格洛伊斯( John D． 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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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is，Jr) 指出: 在中国士大夫中，《泰和律》的废除产生了两个相互有关的运动，一个是呼吁重

建新律的运动，另一个则是在相关的儒学典籍中寻找法律资源的运动。在这一历史关系中，元

朝士大夫特别重视将《春秋》视为刑书的汉代公羊学观点，从而将《春秋》视为一部可资运用的

法律经典。按照他们的理解，春秋公羊学不仅提供了道德的资源，而且还提供了法规和程序的

资源，它既能够帮助统治者贯彻统治秩序，也能够为官僚学者向统治者建言和劝谏提供根据，

并据此将各种规定和辅助性的司法程序看成是律的等同物。( 他们将这类临时性法规与唐律

作对比，从而将它们纳入律的范畴，虽然这种类比本身是勉强的。) ①如果没有元朝政治 － 法律

的特定情境，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许多士大夫努力从“刑书”的观点研究《春秋》。根据李则

芬的考证，元朝总共出现了 213 种有关《易经》的著述，149 种关于四书的研究，有关《春秋》的

讨论达到 127 种之多。② 兰格洛伊斯的研究已经举出了下述各例，笔者根据其他材料对他的

论述进行补充说明。
例证之一是胡祗遹( 1227—1293 ) 。在《读〈春秋〉》《论治法》等著作中，他讨论了蒙古和

其他中原法律的差异，以及融会二者形成形式统一的法律体系的必要性。在他看来，由于律典

的缺乏，各个层次的地方政府各有不同的行政系统、法律、案例，中央政府的六部则各有自己的

“议”，各部首长又各有自己的“论”。因此，无论从统一法律体系的角度，还是从管理多民族帝

国的角度，加强中央权力、保持社会关系的平衡、重建统一的法律体系都是极为必要的。这一

论点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蒙元帝国包含着权力多中心化的格局，而这种权力的多中心化与司

法权的分裂状态存在着联系。《泰和律》的废止很可能出于胡氏的建议，他认为亡金之制和
《泰和律》不适用于蒙古人和汉人:“即今上自省部，下至司县，皆立法官，而无法可检，泰和旧

律不敢凭倚，蒙古祖宗家法汉人不能尽知，亦无颁降明文，未能遵依而行。”③在现实中，元朝的

法律改革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即依靠条画( 条格) 和判例来补充法律的不完备。但胡氏对于

《泰和律》之不适用的论述并不是简单地支持这一方向，相反，他要求的是创立新的法统。
吴澄( 1249—1333) 和吴莱( 1297—1340) 是另外两个例子。据《宋元学案》，吴澄从学于程若

庸，为朱子四传，但《诸经序说》等著述证明，他在理学门径之外亦致力于经学的研究，并涉及今文

和古文的问题。在论述《春秋》三传之得失时，他认为“说《春秋》有实义，有虚辞。不舍史以论

事，不离传以求经，不纯以褒贬疑圣人”，并主张沟通《易》与《春秋》，倡导“经固不出于史”。④ 这

一“取中”的看法实际上否定了独重《左传》的传统，突出了公、榖二传长于释义的特点。⑤ 在《学

统》和《策问》中，吴澄对中央权威和法律问题进行了讨论。《〈春秋〉纂言》可以视为一部经学著

作，在“总例”中，吴氏按照《春秋》为刑书的观点将春秋义旨分为七类，即除了吉礼、凶礼、宾礼、
军礼、嘉礼等五礼之外，再附加天道和人纪，从而《春秋》成为处理各种人类问题的基本原则。⑥

吴莱的《渊颖吴先生文集》中也有相关论述，他触及了《春秋》有关“夷夏”以及“经制”“权宜”等

问题。在《改元论》一篇中，他对改元之说不以为然，并因此重新解释《春秋》纪年的原则。这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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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澄上承宋学，对于汉儒附会经说不以为然，他更倾向于朱子、邵雍关于《春秋》直书其事而善恶自现的观点。但同时也引

用邵雍关于历史统纪的说法，为元提供合法性论证。见吴澄:《春秋诸国统纪序》( 《吴文正公集》卷二十) 和《皇极经世续书

序》( 《吴文正公集》卷一六) 。



少证明元朝士大夫在论证元之正统时广泛地考虑了公羊学的一些基本义旨。①

欧阳玄( 1283—1357) 并非公羊学者，他是欧阳修的后代，专攻《书经》。但他广泛运用《周

礼》《尚书》《周易》等经典，论述颁布法律和以法治人的重要性，在取向上与上述带有浓厚公羊

学倾向的著作极为相近。按饶宗颐的说法，宋朝《春秋》之学有南北侧重的差别:

北宋重尊王( 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十二篇》可见之) ，南宋重攘夷( 胡安国著《春秋

传》可见之) ……尊王，故张大大一统之说，此欧公正统论之得《春秋》者在此也。元世以

夷狄入主中国，其言正统者，亦只能援大一统一说以立论。②

公羊学将《春秋》视为刑书、新王、秩序本身，从而提供了元朝士大夫讨论皇权一统和统一

法律的资源。③ 这些著作均非专门的公羊学著作，而是将帝国的法律、制度、皇权和历史正统

性问题与春秋公羊学的视野结合起来的经世作品。《春秋》及其大一统学说为中央权力的集

中化和司法体系的统一化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士大夫对《春秋》及其法律含义的重视恰恰对应

了元朝帝国体制的内在困境，即权力多中心化与缺乏统一的司法体系的政治现实。
元朝独特的政治形态( 幅员广大、军事征服性、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 、二元性的经济形态

( 游牧与农耕并行的生产方式) 和多元性的文化及族群形态( 四等人制及复杂的文化、语言和

信仰体系) ，始终是有元一代政治认同的难题。元朝始终未能克服语言上的分裂，难以形成有

关自身社会的连贯的历史叙事。换句话说，元朝作为一个“跨体系社会”的社会化过程未能真

正完成，它仍带有多重社会复合体的特征，这一复合体的各层次之间裂隙尚存，并蕴含了进一

步崩解的可能性。
正由于此，清朝统治者尤其重视历史叙述问题。雍正在反驳陆生柟的《封建论》时说:“中

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而皆天时人事之自然，岂人力所能强

乎?”④他明显在重新综合中原王朝与蒙元的“正统”。然而，这段话也可以分解为不同的解释，

既可以为清朝大一统提供论证，又可以为此前历史提供二元性解释。任何一个王朝，无论采用

何种正统理论，都面临如何建立自己的合法性问题，但如何确定正统并建立完整统一的叙事，

却极其困难。将多重复合的历史按照现代主权叙事加以利用，也势必产生叙事冲突并衍生为

政治难题。中国历史中有着强有力、复杂的正统理论，能够编织起一个王朝相继的谱系，即便

如此，其中的不自洽处并未完全弥合，而蒙元史就是其中之一。在笔者看来，恰恰是历史叙述

的困难提供了超越民族叙事及在民族叙事的框架下利用传统正统论的可能性。我们无法再按

照传统的历史叙述来回答“何谓中国，何谓亚洲”的问题，超越民族 － 国家叙事，从历史和政治

传统的丰富性出发，审视历史叙述的各种缝隙，在跨体系社会与跨社会体系的复杂关系之中，

重构有关中国、区域和世界的知识，正是当代知识人的使命。

四、跨社会体系与亚洲

儒教文明圈虽有某些趋同性，但并不强烈地追求政治统一，它以另一种方式将不同的王朝

连接成为一个“跨社会体系”，其最显著的标志就是由中心 － 边缘关系构成的朝贡网络。由于

浜下武志等日本学者的努力，作为一种区别于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亚洲区域模式，朝贡体系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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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莱:《改元论》，《渊颖吴先生文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0a －14a 页。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中国史学观念探讨之一》，第 56 页。
以上讨论 均 参 见 Langlois，“Law，Statecraft，and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in Yuan Political Thought，” in Yuan
Thought，Chinese Thought and Ｒeligion Under the Mongols，pp． 90 － 152。
雍正:《驳封建论》，《清世宗实录》卷八三，雍正七年( 1729) 七月。



经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在文化史领域，也有学者将朝贡贸易与儒教文化圈、汉字文化圈等

概念相互关联。这类以儒学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大多以“东亚”为一个区域单位，并循海洋朝贡

和移民路线，从东北亚地区扩展至东南亚地区。但朝贡体系并不必然与儒学、汉字文化或相同

的宗教信仰相互重叠，它同样存在于中亚和喜马拉雅地区。中国的西藏、拉达克地区及尼泊

尔、不丹、锡金、缅甸不仅与中央王朝之间存在着性质各不相同的朝贡 － 藩属或朝贡 － 属地关

系，它们彼此间也存在着交叉和复杂的藩属与朝贡关系。由于“跨体系社会”与“跨社会体系”
都不以文化同质性为唯一的存在根据，它们之间相互交叉渗透也就是自然的了。今天的“一

带一路”倡议扬弃了朝贡关系的等级性，而更加注重平等参与、互助共赢的逻辑，在强调社会

的跨体系特征( 亦即开放性特征) 的同时，并未强求形式上的同质性、政治结构上的统一性和

经济关系上的依附性，更没有像殖民主义时期那样形成中心与边缘的等级模式。
民族 － 国家在亚洲想象中的支配性产生于近代欧洲创造的基于传统王朝与民族 － 国家相

互对立的二元论。这一二元论的历史含义是: 民族 － 国家是唯一的现代政治形式和发展资本

主义的前提。然而，这一二元论既简化了被归纳在“王朝”或帝国范畴内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的

多样性，又简化了各民族 － 国家内部关系的多样性。现代东亚想象以国家间关系为主要基础，

很少涉及亚洲复杂的民族、区域和被覆盖在“帝国”范畴内的交往形式———如超国家的朝贡网

络、移民网络等等。在民族 － 国家成为主导性政治架构的条件下，亚洲传统的各种交往、共存

的经验和制度形式能否提供超越民族 － 国家体制所带来的内外困境的可能性?

亚洲作为一个范畴的总体性是在与欧洲的对比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其内部包含了各种异

质的文化、宗教和其他社会因素。佛教、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道教、袄教

和儒教等都起源于亚洲这块占世界陆地五分之三、人口一半以上的大陆，任何以单一性的文化

来概括亚洲的方式都难以自圆其说。儒教主义的亚洲观甚至无法概括中国的文化构成，即使

将亚洲概念收缩为东亚概念也无法回避东亚内部的文化多元性问题。新的亚洲想象必须把文

化 /政治的多元性与有关区域的政治 /经济构架关联起来。文化的高度异质性并不表示亚洲内

部无法形成一定的区域构架，而是提醒我们: 这样的一种构架必须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多样

性。因此，亚洲想象的两个可能方向是: 其一，汲取亚洲内部文化共存的制度经验，在民族 － 国

家范围内和亚洲区域内部发展出能够让不同文化、宗教和民族平等相处的新型模式; 其二，以

区域性的联系为纽带，形成多层次的、开放性的社会组织和网络，以协调经济发展、化解利益冲

突、弱化民族 － 国家体制的危险性。
亚洲与欧洲、非洲和美洲之间的宗教、贸易、文化、军事和政治关系有着长远的、难以分割

的历史联系，以民族 － 国家的内外模式描述亚洲或者将亚洲设想为一个放大的民族 － 国家同

样是不适当的。亚洲概念从来就不是一种自我规定，而是这一区域与其他区域互动的结果; 对

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不是对亚洲中心主义的确认，而是破除自我中心的、排他主义的和扩张主

义的支配逻辑。在这个意义上，洞悉“新帝国”内部的混乱和多样性，打破自明的欧洲概念，不

仅是重构亚洲概念和欧洲概念的前提之一，而且也是突破“新帝国逻辑”的必由之路。

本文根据笔者 2004 年 10 月在韩国《黄海评论》杂志组织的有关高句丽问题座谈会上的发

言整理而成，同时综合了笔者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五章中采用的有关材料，及为李漫

《元代传播考》(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所撰序言的部分内容。

〔责任编辑: 郑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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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guryo，History of Mongolian and Yuan Dynasties and the
Historical Narrations in the Cross － System Society

Wang Hui

In 2004，a fierce controversy broke out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over the Koguryo issue，

which included the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 among multiple historical phantoms，especiall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conveyed in the process of applying for world herit-
age and the history of ancient dynasties that could not be measured and regulated by this concept．
The controversy reflected the role of different national imaginations in the event and also showed the
necessity for re －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landscapes． Similarly，there is also the problem of com-
plex interconnected multi － ethnic dynasties and their historical narrations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Mongolian and Yuan Dynasties，which illustrates the limitation and predicament of nationalist nar-
rations． Therefore，it is the mission of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to transcend the nation － state nar-
rations，examine the gaps in historical narr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ichness of history and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reconstruct knowledge about China，regions and the world in a complex rela-
tionship between cross － system society and cross － society system．

A Ｒ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China’s Policy of Tax and Fee Cuts

Ｒesearch Team of CQMM，Xiamen University

Since 2016，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implemented a new round of policy of large － scale tax
and fee cuts． However，from the subsequent macroeconomic practice，the growth of fixed asset in-
vestment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has not rebounded but continued to slow down further． This is
by no means what could be explained by the lag of policy effects． In fact，although tax and fee cuts
can reduce costs for enterprises on the supply side，however in the economic downturn，the effect of
cost factors on investment is absolutely weakened，and the willingness of enterprises to invest mainly
depends on consumer demand on the demand side． At present，due to the restrictive effect of the
high household debt leverage ratio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tax and fee cuts could not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growth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resulting in a weak domestic consumer demand mar-
ket，which seriously weakens the willingness of enterprises to invest． In the next stage，more atten-
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consumer environment in implementing tax and fee cuts
policy，and importance be attached to easing the debt pressure of the household sector and raising
the income growth of residents，so as to promote consumption growth and enhance the investment
confidence and willingness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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